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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本栏目的几篇文章都是讨论新媒体与当代文化及社会的关系。 有讨论新媒体对本土社

区报转型的影响， 有讨论网络直播的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也有讨论当代青年亚文化的转向， 以及影像

观看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变化。 总之， 在新媒体语境下， 不仅是技术更迭日新月异， 当代文化的内容也

随之发生了许多变化， 这些变化都是值得关注和留意的。
———主持人： 曾一果

新媒体与青年亚文化的转向
曾一果

摘　 要：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欧美的青年文化运动， 不仅是一场旷日持久、 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

而且对互联网以来各种新媒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

不仅得益于当年的青年文化运动， 而且网络空间上的新型 “虚拟社区” 本身也延续了青年文化的反叛精

神。 当然，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也促使青年文化本身从强调反叛、 抵抗和风格的 “亚文化”， 走向流动、 区

隔和部落化的 “后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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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席卷欧美的青年反文化运动在 ７０ 年代之后逐渐衰退， 但这场运动对于欧美未来

社会的影响巨大， 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对互联网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

斯特就曾经指出美国互联网的发展最早就是从校园里开始的， 他认为尽管军事资金与市场对美国早期

电子工业起着 “决定性角色”， 但是青年人在美国网络媒体的崛起过程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 因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网络技术早期的研发是 “与 ６０ 年代由美国校园文化发展出来的自由文化、 个人创新，

以及企业精神有关”：

此处所指的 ６０ 年代校园文化， 乃是突破既有行为模式的社会价值， 不论是整个社会或企

业界。 这里强调个人化的手段、 互动、 网络化， 以及即使显然没有商业价值， 却毫无止境地追

求新技术突破， 这些都与企业界谨慎小心的传统没有连续性的关系。 通过我们社会的物质文

化， 信息技术半革命半意识地传播着 ６０ 年代运动滋生的自由意志主义精神 （ 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 ｓｐｉｒ⁃

ｉｔ）。［１］

正是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青年学生不断追求技术突破， 成为新兴媒介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在 《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 （Ｆｒｏｍ Ｃｏｕ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Ｃｙｂ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ｅ） 中， 弗雷德·特

纳 （Ｆｒｅｄ Ｔｕｒｎｅｒ） 也持有同样观点， 他援引布兰德的话： “一切都归功于嬉皮士” （Ｗｅ Ｏｗｅ Ｉｔ Ａｌｌ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ｐｐｉｅｓ）。 个人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的发展被认为是直接源于反主流文化， 旧金山湾区的计算机程序员

据说是接受了反主流文化中的 “去中心化和个人化的理念”， 并将这一理念融入到了 “新的机器” 当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４ 年国家社科后期基金项目 “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 （１４ＦＸＷ００８）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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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因此， 互联网发展本身就是在反主流文化的背景下诞生的。 特纳指出，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ＷＥＬＬ

（全球电子链接） 所创造的 “虚拟社区” 也体现了反主流文化的乌托邦理想， ＷＥＬＬ 被视为一个 “电子

村庄”：

　 　 ＷＥＬＬ 成员里没有屠夫也没有铁匠。 然而通过把 ＷＥＬＬ 描述成一个村子， ＷＥＬＬ 用户能够

回顾他们共有的反主流文化经历， 展示他们紧密的在线人际联系， 把它们都变成放大社会和物

质资本的资源。 成员们可以把 ＷＥＬＬ 想象成一个社区， 他们可以同时在多个讨论组里发言， 建

立声望、 友谊和生意。 这么做不但没有背叛自己年轻时对另类社区的追求， 同时也给他们带来

了一种安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公社大部分已经烟消云散， 而在约翰·寇特对前工业时代的村

子的描述中， 我们可以听到 “农场” 公社所向往的那种社区和 《全球概览》 想与之交谈的那

种社区的不绝回声。 只不过这一次， 新公社主义思想不再是主流经济生活的一个选择。 相反，

它给我们一个视野， 通过它可以在日趋主流的网络经济洪流中乘风破浪。［２］

ＷＥＬＬ 创造了一个新的 “神性世界”， 这个世界强调个人之见的交流对话， 反对主流文化的霸权体

制， 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在网上寻找和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社区空间。 特纳强调 ＷＥＬＬ 的出现表明了

反主流文化迅速演变为 “由计算机网络连接起来的个人和组织世界——— ‘赛博文化’ ”。［２］（１５６）

特纳全面梳理了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反文化运动与当今互联网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他详细

介绍了从反战运动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间， 美国信息技术文化本身的发展和裂变， 他说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 计算机还被大部分青年人看作是一项 “反人性的技术”， 代表了 “集中式的官僚机构”， 不过， 到

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曾是冷战时期技术专家治国象征的机器又成为了其转变的象征。 在越战结束 ２０ 年， 以及

美国反主流文化运动开始消弭之际， 计算机反而把反主流文化运动时期曾提到的个人主义、 协

作社区， 以及精神共融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信息技术所代表的文化含义变化得如此迅速， 这是

怎么发生的呢？［３］

特纳详细回顾了美国计算机发展的历史， 梳理了美国主流文化 （军事工业研究文化的遗产） 和反

主流文化 （反主流文化的遗产） 之间的关系。 他发现在美国早期的那批从事反主流文化的年轻人如布

兰德， 他们远离城市， 在山上和林子里建立乌托邦的公社社会， 以此反抗美国的主流文化； 但随着美

国青年反文化运动的衰落， 布兰德等人开始远离政治， 转而拥抱新兴的媒介技术， 并将这些 “作为社

会变革的主要来源”， 他们试图通过信息技术的力量让年轻人重新聚集到一起。 在此背景下， 布兰德创

办了 《全球概览》， 目的就是将崇尚技术的各种年轻人汇集在一起： “这些网络纵横科研、 嬉皮士、 生

态学， 以及主流消费文化领域。 而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美国国会、 跨国企业 （例如壳牌石油）， 以及

各种计算机软硬件制造商的代表也被纳入其中”，（３）（Ⅸ） 特纳将布兰德等人的努力和尝试称为 “新公社主

义”。 布兰德后来还创办了 “网络化论坛” （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ｕｍ）， 收纳不同背景和身份的人成为论坛会员，

在身份背景复杂的青年人参与下， 网络空间上的新兴论坛 “反过来又催生了新的社会网络、 新的文化

类别及新的词汇”。 特纳指出个人化的计算机、 新兴的虚拟社区和赛博空间就是在此基础上慢慢建立起

来， 赛博空间逐渐成为了 “一个如 ６０ 年代末众多社员所踏进的西部田园般的数字世界” （３）（Ⅺ） 。 不过，

赛博空间不仅是当年反主流文化人士重新聚集的 “新公社”， 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一

个 “新经济时代” 和 “新消费时代”。 颇有意味的是， 特纳看到， 在新兴的赛博空间中， 当年的反主流

文化人士与今天的主流政治人士和商界领袖最终走到了一起：

对于那些把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看做与传统背离的人来说， 当年的反主流文化运动者如今竟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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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界领袖、 右翼政客走到一起， 这根本就不可思议， 也充满了矛盾。 但 “全球网络” 的历

史告诉我们， 这一切皆有可能。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反主流运动者决定远离政治， 转而投奔技

术、 意识及创业精神， 将这些作为新社会的准则。 他们当年的乌托邦梦想跟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共

和党的理想非常接近。 虽然纽特·金里奇他身边的人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者的享

乐主义嗤之以鼻， 但他还是很认同他们对技术的崇拜， 对创业的认同， 以及对传统政治的

摈弃。（３）（Ⅻ）

曾经的反主流文化人士竟然与他们曾经的敌人———官僚阶层、 大资本家走到一起， 这的确令人惊

讶。 特纳以生动的叙述告诉人们， 今日网络赛博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延

续， 他指出互联网诞生之初， 其实有些话语风格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公社主义” 的话语风格惊人相似。
特纳认为聚集在网络周围的青年们一开始试图将反主流文化与技术文化汇聚到一起， 从而建立一个

“数字乌托邦世界”， 以致今天每当人们谈论起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的时候还经常会提到当年新公社主

义运动时人们的理想。
不过， 特纳指出这种 “新公社主义” 下的新社会并非是一个公平、 平等的世界， 相反， “新公社”

也是一个差异化和等级化的世界， 首先集合在 《全球概览》 中的反主流文化人士， 其实几乎都是白种

人， 他们通常都比较年轻， 受教育程度高。 在特纳看来， 以反主流文化面目出现的 《全球概览》 其实

复制了 “主流社会的地位等级制： 在它的内容当中、 在当时公司和政府的权力高墙当中， 有色人种、

女性、 穷人， 基本上不存在”； 其次， 在新公社中， 早期的反主流文化人物布兰德本人树立了 “极大的

权威”， 成为了振臂一呼， 应者云集的 “新意见领袖”， 成为新兴网络社会的管理者和主导者。
总之， 特纳认为新公社主义运动本身存在着种种问题， 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自由和毫无等级。 虽

然互联网时代的新兴技术仿佛让信息工人感到新公社主义运动的复兴， 计算机和网络经济似乎重建了

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乌托邦， 信息工人可以像当年新公社成员那样生活无拘无束， 通常只需要 “找到对

一个信念有共同追求的部落， 并且通过信息技术将他们联系起来就可以”， 但是特纳发现这是数字时代

的 “乌托邦”。 事实上， 信息工人要通过大量学习才能跟上新技术， 他们常常为寻找下一位客户而疲于

奔命， 他们跟同事的关系往往是 “紧张而短暂的”， 绝大部分信息工人忙于工作和上班， 甚至连陪伴家

人， 和邻居聊天的时间都没有， 也没有照顾自己身体的时间， 无休止的工作和电子污染让他们的身体

变得越来越糟糕。 特纳所说的这些情况， 其实在今天已经不鲜见， 信息技术所依赖的塑料键盘、 硅片、

电脑屏幕和无线光缆， 以及围绕着这些的工厂各种有毒物质， 破坏了环境， 也严重损害了人们的身体

健康。
特纳批判了凯利、 托夫勒等人对新兴互联网文化的乐观主义情绪， 他强调短暂的新公社主义运动

对今天的启示是： “信息及信息技术最终还是无法让我们摆脱我们的躯体、 我们的机构， 以及我们所身

处的时代。 我们跟当年 《全球概览》 的公社读者们一样， 还是面临着如何建设一个更为平等、 更为生

态健康的社区的任务。 而只有帮助我们面对来自政治的挑战之后， 信息技术才能实现它的反主流文化

的承诺。” ［２］（２８４－２８５）

可以说， 特纳对于互联网与反主流文化关系的梳理， 让今天的人们进一步了解了互联网兴起的政

治、 社会和文化因素， 也让人们知道， 互联网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技术发展， 而且这种技术发展始终与

当代社会的文化变革及精神追求联系在一起。

二

弗洛伊德指出： “当一个孩子成长起来， 父亲的角色由教师或其他权威人士担任下去， 他们的禁令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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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禁律在自我典范中仍然强大， 且继续发展， 并形成良心， 履行道德的稽察。 良心的要求和自我的现

实行为之间的紧张状态被体验成一种罪恶感。 社会感情在自我典范的基础上通过与他人的自居作用而

建立起来。” ［４］在童年和少年时代， 孩子们生活在父亲的权威中， 他的问题也基本由父母和学校解决，

他并不需要自己去解决许多问题。 而随着成长， 青年们渐渐需要学会自己去解决各种问题。 他们要解

决职业、 经济、 爱情和婚姻等问题， 这些问题少年时代还没有轮上， 成年人则通过成长解决了这个问

题， 只有青年一下子面临着这么多问题， 他们与家庭、 学校和社会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必然的。 为了解

决成长问题， 青年们通过反叛行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 “亚文化”。 迈克尔·布雷克也认为青年亚文化不

仅是一种 “风格”， 还包含了青年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想法， “反映从属群体企图解决产生于广泛社会关

系中的各种结构矛盾的方式。” ［５］不过， 布雷克强调这只是青年们自己在想象中解决社会问题， 而不是

在现实中解决。 青年人还没有能力在现实中解决广泛的社会问题， 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冲突， 所以他

们把解决的方式寄托在 “想象层面”， 但正是在想象层面里， 青年们仿佛找回了 “自我” 和发现了真

理， 成功地解决了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解决的各种矛盾， 所以， 他认为亚文化的反抗本身就带有一定

“虚妄性”。 尽管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人通过各种学生运动， 反抗主流社会， 并希望建立一个充满激

情和理想的新型社会， 但是他们的反抗最终都没有成功。

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 随着全球消费社会的形成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今天的青年亚文化在发生

背景、 构成形态和文化风格上都与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英美国家的青年亚文化迥然不同。 在这里， 我们

介绍两本重要的著作： 一本是安迪·班尼特、 基恩·哈恩—哈里斯编的 《亚文化之后： 对于当代青年

文化的批判研究》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ｂ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Ｙｏｕｔ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另一本是 Ｄａｖｉｄ Ｍｕｇ⁃

ｇｌｅｔｏｎ 和 Ｒｕｐｅｒｔ Ｗｅｉｎｚｉｅｒ 主编的 《后亚文化读本》 （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Ｓｕｂ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Ｒｅａｄｅｒ）。 这两本书都用 “后亚

文化” 一词取代 “亚文化”， 来概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青年亚文化出现的新风格和新特征。 在 《后亚

文化读本》 中， Ｄａｖｉｄ Ｍｕｇｇｌｅｔｏｎ 和 Ｒｕｐｅｒｔ Ｗｅｉｎｚｉｅｒ 指出 “后亚文化” 一词最早出现在 １９８７ 年， 被用来

概括伯明翰学派以后的青年文化现象。 两本书的作者们都认为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虽然具有

重要贡献， 但是在当代社会， 原来的亚文化理论已经不合时宜， 需要有新的理论才能解释清楚当下的

青年文化现象。

以霍尔为代表的英国伯明翰学派在讨论英国青年亚文化现象时， 用得最多的概念就是 “抵抗”、

“风格” 和 “收编”， 探讨战后青年亚文化如何与主流文化进行对抗， 如何在对抗中发展出自己的亚文

化风格， 以及最终又是如何被意识形态和市场 “收编”， 这是霍尔、 赫伯迪克、 默克罗比对青年亚文化

所做的贡献。 但是安迪·班尼特、 Ｄａｖｉｄ Ｍｕｇｇｌｅｔｏｎ 等后亚文化理论家却认为 “抵抗”、 “风格” 和 “收

编” 等词语已经无法说明当代社会中的许多青年文化现象， 他们倾向于采用布尔迪厄 （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巴特勒 （ Ｊｕｄｉｔｈ Ｂｕｔｌｅｒ） 的 “习性” （ ｔａｓｔｅ）、 “区隔” （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文化资本” 以及 “表

演”、 “部落” 等概念。［６］班尼特等人认为在全球消费语境和数字媒介环境时代， 青年人更多是通过一种

松散的联系让自己同其他文化群体形成某种 “区隔” 或者 “差异”， 而不是表现为直接与统治阶级进行

对抗； 在伯明翰学派的科恩看来， 青年亚文化一个主要标志就是与其他文化形成明显差异， 但是后亚

文化群体与其他阶层之间的界限没有那么明显， 它们并没有形成什么 “独特的风格”， 霍尔等人所强调

的代际、 性别、 种族等方面的区别在后亚文化群体中也不那么明显。

安迪·班尼特等后亚文化理论家注意到这是当代社会环境变化对青年文化造成的影响。 在他们看

来， 当代社会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全球化和后现代社会导致了 “文化的碎片化和多样化”， 主流文化本身

就已经被分解为多元化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 因此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区别其实已经不那么明显：

５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第 ２３ 卷

随着公共文化已经失去其正当理由和权威， 适合于对文化多样性模式进行改编的范围已经

扩大， 那种认为各种文化对象、 文化实践或者文化肖像可以与主流文化产生独特认同以致被改

编或转变的观点， 看来已经站不住脚了。 换一种方式说， 在一个所谓主流文化已经分解为多元

化的生活方式感性特征和偏好的世界里， 曾经被人们所接受的 “亚” 文化与 “主流” 文化之

间的区别， 已经不能再说还适用了。［７］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卫·钱尼等人认为所有的文化实践都在不断地改写， 核心 （ ｃｏｒｅ） 和亚文化的

概念变得不再重要， 各种各样的青年文化团体只是通过兴趣、 爱好聚集在一起，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松

散的和多样化的。 与反抗性削弱相应的是， “混杂性” 成了后亚文化的主要风格。 赫伯迪克认为无赖青

年、 摩登族和朋克之所以构成了对 “霸权的挑战”， 主要是通过亚文化群体特立独行的风格体现出来，

他们以惊世骇俗的举止打破 “正常化” 秩序， 挑战 “团结一致的原则”， 驳斥 “共识的神话”。 但是后

亚文化并没有明显的风格， 后亚文化经常是多种风格的混杂， 有全球的流行时尚， 也有旧时尚的复兴，

各种各样的风格并存集于一体。 在 《亚文化之后： 对于当代青年文化的批判研究》 中， 班尼特和哈里

斯介绍了马格莱顿对锐舞文化的研究， 马格莱顿从锐舞中第一次注意到 “亚文化区分” 的失效， 因为

他发现锐舞之所以 “出名， 是因为在同一个舞池混杂了各种各样的风格， 吸收了一系列以前相互对立

的亚文化。” 这样的锐舞正是后工业化时代才有的 “舞吧文化”， 它消解了诸如 “阶级、 种族和社会性

别等结构性的区分， 因为舞池里的大众已经全部消融在舞厅体验当中了。” ［８］ 在后亚文化理论家眼里，

后亚文化这种 “混杂特性” 与后现代社会出现有关， 如果说亚文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那么后亚文化

其实就是后现代社会的产物。 在伯明翰学派的理论里， 青年亚文化有固定的空间场所， 但是后亚文化

却没有固定的空间和场所， 它们所处的空间是 “碎片化” 和 “流动化” 的， 随时会发生变化：

仔细考察这些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应用， 会发现存在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 如何定义青年文

化活动发生的那个 “空间”？ 换句话说， 青年文化活动出现在 “哪儿”？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

中心的方法以及他们的先辈将亚文化的可视性 （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强调为一种可以确认的空间 （对于

他们的成员来说， 可以从外部以不同的方式确认）， 一种可以被 “看见” 和分析的空间。 各种

后亚文化的方法几乎很少确认青年文化行为发生的具体场所的可辨认性 （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ａｂｌｙ）。 青

年文化的流动性和碎片性特征非常明显， 以致他们只有勉强可以辨认的、 短暂的空间， 对于这

些空间的模糊性， 只有诸如生活方式、 新部落及场景等术语提供了一种相宜的、 不透明的和含

混的空间反应。［８］（１９）

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碎片性特征， 让后亚文化失去了可视性和可辨认性的空间。 另外， 在全球消

费语境中， 消费观念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 青年人对于消费快感的追求已经取代了政治诉求。 在这样

的语境下， 后亚文化群体往往以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趣味为中心开展社交活动， 结成 “新部落”， 而不再

是通过明确的政治和文化观念走到一起： “新部落群体是松散的、 不断变化的通常比较短暂的联盟， 以

‘部族成员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趣味’ 为中心 （Ｓｈｉｅｌｄｓ， １９９６， ｐ􀆰 ｘ）： 以情感而不是以对某种意识形态或

信仰的拥护为纽带。” ［９］在后亚文化的 “新部落” 里， 成员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 往往是以共同兴趣为

主， 他们的交往注重个性发展， 强调共享的交流体验， 而不像摩登族、 光头党等传统亚文化群体强调

对团体的效忠和认同意识。

三

除了全球化消费和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导致文化环境的变化外，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亦对后亚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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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新的存在形态和文化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们说后亚文化具有混杂性、 流动性、 松散性

和部落化的特征， 这在今天的互联网世界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新的场景和空间， 这个空间通常被称为 “虚拟空间”。 在这个虚拟空间里， 全球

和本土、 个人与他人更容易相遇。 在这个空间中， 阶层、 种族和社会性别变得模糊， 因为在网络空间

里， 你无需告诉别人你是白人还是黑人、 男人还是女人……你可以跨越各种身份界限， 重新建构你所

渴望的身份认同。 所以， 安迪·班尼特在 《虚拟亚文化？ 青年、 身份认同与互联网》 中强调， 亚文化

理论和与之相关的亚文化批评， 首先是与 “前数字化时代 （ ｐｒｅ－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 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前

数字化时代， 各种各样的青年文化被视为风格鲜明、 富有集体意识的一个群体， 但是数字化时代却打

破了这种社群观念， 在互联网时代， 人们不能再认为一个青年文化群体就必然关注 “风格一致的问

题”， 相反， “青年文化群可以被越来越多地看做是带有 ‘共享观念’ 的文化群”， 而且这种 “共享观

念” 不是发生在街道、 俱乐部等实际物理空间中， 而是发生在互联网 “促成的虚拟空间” 中。 不仅如

此， 在互联网时代， 人们在网际空间的身份与现实生活中的身份是可以分裂的， 一个在网络空间中的

“腐女”， 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正襟危坐的 “办公女郎”， 一个日常生活中的 “优雅淑女”， 在互联网上

可能是 “堕落女孩”， 一个学校里听话的男孩， 在社会上可能是个麻烦少年。 班尼特指出， 在互联网空

间里， 年轻人可以从 “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 以跨地域的可交流的青年

文化话语为基础， 自由自在地结成新的联盟。” ［１０］

班尼特指出互联网为青年人提供了一种 “创造型策略的虚拟亚文化”， 他认为由于互联网具有更强

的互动性， 因此相比于传统媒体， 它为 “青年开启了种种创造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就表现在青年人

有了更多的 “文化参与” 机会。 班尼特以粉丝现象为例， 考察了年轻人如何利用新兴的互联网媒体，

通过文化参与创造了带有 “自我建构和自反性色彩的 ‘亚文化’ 身份认同形式”， 而这种文化参与在他

看来意义重大， 因为这意味着对 “亚文化” 命名和界定的权力由精英的社会理论家转到了年轻的 “亚

文化主义者” 本人手中， 后亚文化更体现了一种民主参与性。

而且网络媒体的发达还打破了亚文化的空间限制， 在 《少女的 “卧室文化”： 编码与分区》 中， 斯

安·林肯就通过对少女卧室文化的参与式观察， 重新分析大众媒体与女性后亚文化的关系。 斯安·林

肯认为默克罗比的 “卧室文化” 研究主要是 “将卧室看做一个独属女性的领域， 少女们在这个卧室可

以感到安全并免受街头的性别羞辱”。 但少女们在卧室感到安全并免受街头 “性别羞辱” 的同时往往又

失去了个人自由。 然而在后亚文化时代， 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由于电视、 手机、 移动电话和音响系

统等大众媒介的存在， 卧室其实变成了一个 “流动和动态的文化领域”。 借助于手机、 移动电话， 少女

可以随时跟外界发生联系， 她们可以用电话聊天、 看电视或读杂志， 或者准备 “夜间外出” 等等， 这

个空间不再是默克罗比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固定的亚文化空间， 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 “流动空间”。

总之， 在后亚文化理论家看来， 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理论略显过时， 后亚文化是一个全球与本

土、 真实和虚拟空间、 隐匿与在线交织的产物， 具有了混杂性、 流动性和松散性等特征。 当然， 有不

少学者也指出后亚文化理论家对于后亚文化过于乐观。 从某种意义来说， 伯明翰学派对于早期青年亚

文化现象的批判性解读依然具有重要价值， 例如 Ｏｌｉｖｅｒ Ｍａｒｃｈａｒｔ 就在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Ｍａｃｒｏ Ｇａｐ：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Ｓｕｃｈ ａ Ｔｈｉｎｇ ａｓ ａ Ｐｏｓｔ－ｓｕｂ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１］ 中讨论了后亚文化时代的 “微观政治” 问题。 其实，

在全球消费和数字媒体时代， 虽然文化的多样性和流动性都在不断加强，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旧有的

文化统治秩序已经解体， 相反， 像莫斯可、 鲍德里亚所说的那样， 借助于互联网新兴媒体， 一切古老

的东西都可能复活， “我们所得到的也许是最坏的结果———历史不会终结。 但惊人的是， 人们所认为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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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历史所取代的事物， 没有一个真正的消失了。 一切古老的、 落伍的形式都准备再度出现， 就像深入

肌肤的病毒一样， 完整无缺， 永远存在。” ［１２］有些力量甚至还有扩大和加剧的可能， 例如在传统民族国

家对于青年文化控制削弱的同时， 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借助于新媒介和商业资本， 控制了越来

越多的青年及其文化， 青年人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后亚文化青年依然要高举反叛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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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Ｏｌｉｖｅｒ Ｍａｒｃｈａｒｔ􀆰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Ｍａｃｒｏ Ｇａｐ：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Ｓｕｃｈ ａ Ｔｈｉｎｇ ａｓ ａ Ｐｏｓｔ－ｓｕｂ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 􀆰 Ｄａｖｉｄ Ｍｕｇｇｌｅｔｏｎ ａｎｄ Ｒｕ⁃

ｐｅｒｔ Ｗｅｉｎｚｉ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Ｓｕｂ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Ｒｅａｄｅｒ ［Ｃ］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 Ｏｘｆｏｒｄ， ２００３： Ｐ８３􀆰

［１２］ ［加拿大］ 文森特·莫斯可 􀆰 数字化崇拜 ［Ｍ］ 􀆰 黄典林译， 曹进校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７８－７９􀆰

［责任编辑： 赵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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